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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论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①

王宇雄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０３０８０１）

摘　要：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两人根据各自对中国社
会的定性实践了不同的救国之路，最终毛泽东的救国之路获得了成功。尽管从救国的角度而言，毛泽东获得了成功，但

他们当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非简单的对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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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问题追问的不同答案
毛泽东和梁漱溟均出生于１８９３年，他们成长于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之际，都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

意识。中华民族面临的困境和出路问题是他们乃至于当时一大批爱国精英分子共同思考的问题。

（一）毛泽东：中国的问题是阶级压迫问题

毛泽东出生于一个经济状况逐步好转的农民家庭。其父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家

庭经济状况的旧式农民①。毛顺生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家庭的命运，在他身上固然有勤俭爱劳动的优

点，但也有刻薄自私和固执己见的特点，他按照自己意愿为毛泽东设计了一条传统的发财立家的成长之

路，但毛泽东通过和父亲的抗争，争取到读书机会，并走出了一条自我主张的人生成长道路。在与父亲

的这种抗争中，毛泽东已经有了一定的斗争意识，当他步入社会，看到种种不公，同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阶级斗争学说的时候，这种对农民生活的直接体认，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意识就成了促成其运用阶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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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分析中国社会，激发穷苦、被压迫民众进行反抗的催化剂。

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毛泽东曾经从“国民性”入手探讨中国问题，其好友张昆弟在１９１７年９月
２３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
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１］６３９当时以毛泽东

为主要骨干之一的学生团体“新民学会”，其主旨即在此。同样，在当时的氛围和知识界精英影响下，他

也曾“鉴于军阀混战而提倡‘社会互助’，鉴于国事繁乱而主张‘多研究些问题’，鉴于社会阶级分化日趋

明显而试验‘新村主义’”［２］１２７。更进一步，于１９２０年６月的《湖南人民的自决》中，他指出统治者腐败
不堪，成为引起国内动乱的罪根祸源，“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

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１］４８６毛泽东有了抛弃中央政府，建立

“湖南共和国”这样由总治到分治，在充分行使各省“主权”的基础上，恢复政治权威的构想。青年毛泽

东就这样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不断追问着中国问题。

毛泽东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刻变化，是在他第二次去北京读了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之后。他

在１９４１年的《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
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

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

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３］３７８－３７９读了这些书后，他对中国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认识到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的问题，并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思考中国问题，用彻底的革命观

来求解中国问题，“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

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

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

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４］２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对中国问题的求

解过程中，不断深入思考，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后，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

会的。

（二）梁漱溟：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

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其父２７岁中
举，４０岁入仕。梁漱溟的父亲和毛泽东的父亲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
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

‘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

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５］５梁漱溟的父

亲对其教育是正面引导，他认为是好的，就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进行鼓励，他不同意的，也仅仅是让梁

漱溟懂得他不同意而已，从不进行干涉。这样的士大夫家庭背景，使他延续了中国传统“士”的济世救

民思想；宽松的家庭教育使其成长于完全轻松的家庭氛围中，没有获得来自中国传统的父权压抑的直接

体认，而更多的是对家庭伦理亲情的体悟，这给他日后分析中国社会的范式埋下了认知的种子。

同毛泽东一样，梁漱溟抱着深深的民族情怀不断探求国家民族出路。他早年曾崇尚立宪，后来转为

革命，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加入京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希望中国通过革命，发展成为

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看到的是辛亥革命胜利了，接下来的却是袁世凯专权，北洋军阀混战，社

会混乱不堪，“辛亥以来，兵革迭兴，秩序破坏一次，社会纪纲经一度之堕毁，社会经济遭一度之斫

丧。”［６］５２４北伐战争成功了，接下来的却是国民党内部各个实力派的分裂和混战。一次次革命成功，并没

有解决国权问题，国家反而更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他所期冀的通过革命建立稳固国权的愿望一次次

落空。

这种乱象引发他对中国的问题本质的深入思考，思考的结果，这是一个失序和秩序的重建问题，并非

谁对谁革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

洋文化的势力（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７］２１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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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中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之后，中国老文化应付不了新环境，遂不得不改变自己，学西洋以求应付西

洋；但结果学西洋没有成功，反把自己的老文化破坏了。老文化破坏殆尽，而新文化未能建立，文化上处于

混乱状态。中国的问题当为“改造文化，民族自救”，而非武装斗争。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是不可能解决中

国问题的，“革命是秩序的改造。但这秩序的改造，每每必先之以某种势力的推翻。”［７］２１９在梁漱溟看来，中

国却没有代表旧秩序的势力存在。中国没有沦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完全殖民地，侵略中国的欧美日

本帝国主义者不能一致针对中国形成彼此简单的两方面，它们不能成为革命的对象，国内四分五裂的军阀

则本身就不代表一种秩序，“凡以军阀为民主革命的对象，以有钱有地的人为社会革命的对象，均属错误笑

话。”［７］２１９－２２０正是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追问，在找寻为什么中国通过一次次革命而无法确立起国权的过程

中，梁漱溟从文化的视角找出中国原本是一个“伦理本位”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

之下，中国固有的伦理秩序遭到了破坏，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无序。

二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分析的不同理路
（一）毛泽东：问题—理论—现状—历史—现实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以对中国问题的追问和解决为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

其理论基础。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厘清了中国的阶级状况，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回溯研

究提供了中国社会为阶级社会的历史依据，通过对各阶级的深入剖析，深化了中国为阶级社会的观点。

如前所述，毛泽东由对中国问题的追问，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中找到了破解中国问题的理

论。但理论只是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和指导中国革命的武器，运用理论还需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具体

分析。

出于认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以求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的目的，毛泽东于１９２５年写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

他把中国的社会阶级划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

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属于小资产

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属于半无产阶级，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属于

农村无产阶级［８］３－９。通过这样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就勾画出了一幅明晰的中国革命敌我友图谱，“一切

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

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

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８］９毛泽东富有中国特色的

阶级分析法，梳理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初步表明了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对立、阶级

矛盾冲突的社会。这成为他本人乃至于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处理复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争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观点，毛泽东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的前提条件就是对中国阶级社会的建构和认可。为此，他回溯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对

立性。在由范文澜等人起草而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章“中国社会”部分，

回顾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主要特点之后，指出，“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

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

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

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９］６２４由

此可见，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在古代中国阶级社会的基础上，经过西方列强侵略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冲击发展过来的。尽管传统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发生变化之后并没有改变其阶级社会的属性，只

是有了新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只有运用阶级的观点才能认清中国问题，只有发动起阶级斗争才能解决中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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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问题。同样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在对传统中国社会做了阶级分析之后，对现实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各阶级在不同情况下的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生动地展示了各个阶级的政治

生态，以及它们在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革命结构中的位置。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思路，毫无疑问，中国社

会是属于有着明确阶级分野的阶级社会，而且阶级对峙和冲突比较突出，这样就给中国的民主革命奠定

了合法性基础。

（二）梁漱溟：问题—历史—理论—现实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以对中国问题的追问和解决为出发点，从中西对比的角度，通过对中国传

统社会的回溯研究，得出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社会结构不同的认知，构建起了其中国社会为“伦理本

位”社会的理论，并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得出了“伦理本位”被破坏，中国处于社会失序状态的结论。

如前所述，梁漱溟由一次次革命后的混乱无序，进而探寻造成失序的原因，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

在其大作《乡村建设理论》的“甲部 认识问题”部分，梁漱溟介绍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乡村建设理

论》创作于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体现的是这个阶段乃至于更早时期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我们从中能看
出他分析中国社会的理路。

梁漱溟由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困惑，秉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原则，回溯古代中国。他从中

西方对比的角度，对老中国考察的结果为：习惯于集团生活的西洋社会游离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

位”之间，而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也就无所谓个人问题，有的只是伦理关系。“何为伦理？伦即伦偶之

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相关系中……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尔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１０］１６８

西洋社会维系社会整体依赖于强制性的义务、纪律和法律，在那样的社会中个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利。

中国社会则不同于西洋社会，表现为人们在生活中均以情感维系，皆以对方为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

们重视家庭亲情，非家庭关系拟家庭化，就连国家政治也以家庭情谊来体现，地方官被称为了父母官，以

至于“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１０］１６８，中国这样的社会即为伦理本位的

社会。

梁漱溟指出，习惯于集团生活的西洋社会，中世纪有的是贵族与农奴两阶级的对立，近代为资本家

与劳工两阶级的对立，而服膺于伦理的中国社会，则没有这样的对立：“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

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

会。”［１０］１７１这样他就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勾勒出了中国社会结构，“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

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１０］１６６在这样的社会里，“只

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１０］１７４，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路径迥异于西方，没有形成过两大阶

级对峙的状况。

自西方列强侵略以来，中国内部找寻国家民族出路的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等一次次对中国文化形成

了冲击和破坏，破坏的结果是“伦理本位”社会的崩溃，中国社会“东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变，一面

又往这里变，老没个一定方向”［１０］２０８。由于没有个固定的“理”可讲，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处于一种

无所适从的状态，陷入无秩序的境地。到此时从历史沿传下来的中国，维系秩序恢复的传统社会机

制———即“伦理本位”社会固有的秩序再造系统遭到了破坏，但通过革命再造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即

像西方社会那样两大阶级对峙局面却没有形成，于是出现的只能是一个个没有阶级归属的纯粹武力集

团。这类军事的突破，就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突破，军事上的一时强盛并不意味着政治上已有出路，反

而会使得原本无序的中国社会更加无序。因此，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乡

村建设就是旨在恢复和重建“伦理秩序”，奠定建国基础。

三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不同定性是基于不同话语体系对同一社会的不同
建构

从１９３８年１月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的第二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二人互相承认对方的观点
对中国社会有一定认知，但认为对方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方面。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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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１１］５５毛泽东则强调，“中国

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

一面。而这共同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共性指的什么？就是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

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１１］５５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看重

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忽略了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则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特

殊性的一面。也就是说他们二人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并没有对对方的看法断然否定。关于他们的

分歧，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从他们服务于各自政治目的的角度进行了深刻解读，“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

的‘一般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普遍性的追求，毛泽东思想分享了这个前提，中国革命

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属于现代性话语。但梁漱溟却看到了现

代性的普遍主义内在的压迫性，他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是试图从普遍主义的历史话语（特别是民族国

家话语）中解救中国的社会。”［１２］

毛泽东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分歧，在二者对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歧的背后，还存在着对阶级概

念的不同解读。

毛泽东于１９３３年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状况及剥削程度简明
扼要地进行了说明：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富农一般占有

土地，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是主要的；中农许多占有土地，生活来

源主要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人；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有些全无土地，一般需租入土地来耕种，

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

卖劳动力为生［９］１２７－１２９。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所谓‘阶级’主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由于在生产资料的占

有及其收入来源方面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差异。”［１３］

对阶级这个概念，梁漱溟有他自己的解读，“何谓阶级？俗常说到阶级不过是地位高下、贫富不等

之意；那其实不算什么阶级，此处所称阶级乃特有所指，不同俗解。在一社会中，其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

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

对立的社会。”［１０］１７０他说的生产工具实际是指生产资料，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从事生

产活动，另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剥削，才能有阶级对立的局面出现。按照梁

漱溟对阶级的界定，显然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没有像西方那样贵族和农奴、资本家和工

人的明显阶级对立。

由于对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不同强调，以及运用不同的阶级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毛泽东和梁漱溟形

成了对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各自的视角，运用各自的话语体系对客观存在

的同一社会进行了不同建构。从各自的话语体系来看，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认知的合理性，孰是孰

非问题是难以说得清楚的。

四　毛泽东和梁漱溟基于对中国社会各自定性的救国实践探索的不同结果
如前所述，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著作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属于阶级社会。在这样阶级明显对立和严

重冲突的状况之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除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

段打败敌人别无它途。更进一步，在对各阶级关系厘清的基础上，他提炼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帝

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概括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为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性质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导者为无产阶级，农民为无

产阶级的主要同盟者，前途为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继而通过社会

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系统的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解决了梁漱溟于《我们政

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中所提出的，中国取法“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所无

法解决的 “阶级基础难、革命对象难、理论统一难”的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梁漱溟则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权一直建立不起来，是由于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没有两大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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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阶级，人们的思想没有归属，这就导致了辛亥革命民国的建造和北伐战争党国的建造都归于失败。

既然中国没有阶级对立，通过政党斗争的方式建国当然是不可能的，那如何来建国呢？比较有意思的

是，尽管梁漱溟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截然不同，采取的建国道路根本不同，但他们的着力点都在

农民和农村①。梁漱溟指出，“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谁要解决中国问题，谁都得做农民运动；不做农

民运动是糊涂的”［１０］１０４，“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６］９１１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自然就把建国的目光投向了乡村，“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

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１０］１６１其乡村建设运动是要通过知识分子下乡，以乡学、村学的方式把农

民组织起来②，进而走合作生产之路，在解决农民自身问题的过程中，启发、培养农民参与政治的能力，

重建业已崩溃的中国社会的组织基础，以此奠定建国的基础。梁漱溟根据他的设想，于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
在军阀韩复渠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进行了实验③，其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不得不中止实验，把乡村建

设作为奠定建国基础的实验无果而终。

今天回看那段历史，十分清楚在当时国家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和平建设的途径建立起国权

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拨开层层错综复杂的关系，运用

自己的话语体系，构建起了中国社会对立的阶级关系，把“枪”置于了具有明确指导思想和理想社会追

求，高度组织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使“枪”归于了有着明确阶级属性的组织，摆脱了

梁漱溟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之后所看到的归于军阀个人的状况，走出了他认识到的近代中国革命的

“怪圈”和“陷阱”。

五　结果不等于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业已给出了毛泽东和梁漱溟当年的争论一个明确答案。毛泽东基于对中

国社会是一个阶级对立社会的认识，通过走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取得了成功，打破了原

有的中国社会结构，在解构旧结构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中国社会的新结构。梁漱溟基于对中国社会是一

个伦理本位社会的认识，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在原有伦理社会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进行修复性建构，而

造就国家建设基础的想法和实验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成功了，梁漱溟

失败了。

但是，梁漱溟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不同，中国社会没有分化为西方社会那样两大阶级明

显对峙局面的特点确实是客观事实。对此，当代研究农民问题的著名专家徐勇也曾指出，“中国农民进

入工商业社会时，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阶级，也没有阶级的自我意识。”［１４］当然，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

的特点，依据剥削关系来划分阶级，觉醒农民的阶级意识，从革命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说

历史是有延续性的，通过革命的方式，在政治层面取得成功以后，可以解构旧的社会结构，建构新的社会

结构，但支撑传统社会结构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是不可能随着政治革命的成功和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就

销声匿迹，“文化和精神是历史生命的最深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物质与制度的变动并不

直接地对它发生迅速的影响，亦即它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２］６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既

有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又有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涤荡人们的固有价值观，而改革开

放之后，许多传统的东西又得到了恢复，就是较好的明证。

６

①

②

③

他们二者均重视农民问题，但对农民的定位不同：毛泽东把农民看作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梁漱溟把农民看作了其修复伦理秩序

进行道德教化的对象，奠定建国基础而进行社会建设的基本力量。

梁漱溟认为，最先与外面接触而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上层动力，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解决中国

问题的下层动力，只有通过知识分子下乡对农民进行启发和引导，农民自身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进而中国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梁漱溟

全集（第５卷）［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０６—２２０．
依附于现政权进行乡村改造，这本身和梁漱溟的初衷就是相违背的。他之所以要进行乡村建设，正是由于他看到现政权本身就

是问题，并非解决问题的动力，他认为只有通过知识分子发动乡村建设运动才能为解决中国的问题———确立起国权奠定基础。但在当

时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于一种权势力量寸步难行，不依附于政权进行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这是其乡村建

设无法克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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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继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基础上推进的，毫无疑问，革命成功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但在建国的使命已

经完成，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由于对现状不满继而回归战争年

代的阶级斗争和颠覆性思维而导致的文化大革命也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国家的现代化

建设业已转入正常轨道的今天，我们应当理性地对待毛泽东和梁漱溟当年的分歧。他们二人对中国社

会的定性不同，探索的结果也不同，但两人同样有着深深的忧国忧民情怀，找寻国家民族出路的强烈责

任感和使命感。在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尽管在国家处于内忧外

患、四分五裂之际，梁漱溟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奠定国权建立基础的做法是不合时宜和于事无补的，但

他对中国社会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切入进行的分析，不乏诸多深邃的有价值的见解。著名美籍华裔学

者林毓生教授曾指出，“如果某一传统内的改造潜力是巨大的，那么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对该传统的

某些符号和价值经由改造还可提供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还可以在变迁过程中保留文化认同的意

义。”［１５］６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认知，在和平建设时期其价值还是能够彰显的。也就是说，无

论毛泽东认为的中国社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还是梁漱溟认为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都是立足

于一定视角对中国社会特征的深刻认识，对于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国社会，更好地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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